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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儿童福利政策：比较及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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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儿童福利需求不断升级，现行的儿童福利政策难以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完善儿童福

利政策势在必行。从世界范围看，欧洲国家的儿童福利政策发展较早且较为完备，对现阶段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

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以福利体制和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为基础，选取英国、德国和瑞典三个欧

洲典型国家进行深入剖析，厘清其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为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提供借鉴。在

“三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应大力发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完善经济支持、时间和服务政策，建立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的混合照顾体系，拓宽儿童福利筹资渠道，以设计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儿童福利政策，通过完善儿童福利

政策为生育开启“机会之窗”，并消除儿童福利需求与儿童福利供给之间的现实难题，增进儿童福祉，从而切实

解决家庭后顾之忧，提升适龄人群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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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儿童福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儿童福利能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资源

与不竭动力。近年来，中国生育率水平持续低于更替水平。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与出生

率分别仅为956万人和6. 77‰［1］，同2021年的1 062万人和7. 52‰相比均有明显下降。可见，中

国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高风险期［2］。究其缘由：首先，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

型，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加大，儿童抚养更加精细化，育儿成本（货币、机会和时间成本等）增

加，家庭的育儿负担日益加重［3］。其次，囿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市场参

与率提升，需要在家庭与工作之间进行理性选择，但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遭遇就业歧视，

导致其生育意愿显著下降。此外，空前的人口流动与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原有家庭结构的稳定性逐

渐弱化，家庭的照顾功能明显减弱，尤其是弱势家庭及其子女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4］。为缓

解中国生育率低迷的现状，提升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已迫在眉睫，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儿

童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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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5］，积极稳妥推进优化生育政策，释放生育潜能。同年 9
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对儿童在健康、安全、教育、福

利、家庭、环境和法律保护等领域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并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全面

贯彻儿童优先原则”［6］。2022年 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7］。这进一步凸显了党和国家对儿童福利事业的重视。新时代中国儿童福

利的相关议题已被提上政策议程，逐渐从家庭内部走向公共政策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欧洲国家的儿童福利政策发展较早且较为完备，对现阶段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完善具有十分

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政治环境、经济水平和福利体制的不同，欧洲各国在儿童福利政策安排上

趋同性和差异性并存，并形成了各具特色且相对成熟的模式。那么，欧洲国家的福利体制究竟有

何不同？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儿童福利政策有哪些趋同性和差异性？欧洲典型国家的儿童福利政策

又能为中国提供哪些经验借鉴？这些无疑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福利体制和社会福

利政策为分析框架，选取英国、德国和瑞典三个欧洲典型国家进行深入剖析，厘清其儿童福利政

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为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提供借鉴，这对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儿童福利

政策体系，增进儿童福祉，缓解生育率低迷的现状，实现人口均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内涵界定及文献综述

（一）儿童福利的内涵界定

1950年，联合国儿童权利会议提出，“所有旨在推动儿童身心健全发展和正常生活的各种努

力事业等都被视为儿童福利”［8］。有学者将儿童福利的概念分为三大职能方向，即儿童保护、儿

童发展和家庭服务［9］。另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儿童福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儿童福利

主要是为特定儿童和家庭提供的服务，尤其针对那些在家庭或其他社会机构中需求无法获得满足

的儿童，这些儿童往往处于各种不幸境况［10］，具有片面性、选择性和局限性。广义的儿童福利

则是指国家和社会为全体儿童提供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旨在推动儿童的全面发展［11］，具有普遍

性、社会性和发展性。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儿童福利的演变理念和发展历程的角度提出，儿童

福利的概念有“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之分［8］。由此可以看出，儿童福利的各概念间共

识与差异同在，并体现出包容性和历史的延续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儿童福利

水平的提高，广义的儿童福利概念得到学术界的推崇。故本文在使用“儿童福利”这一概念时，

主要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

（二）关于欧洲儿童福利的相关研究

迄今为止，欧洲儿童福利始终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欧洲儿童福利理念、模式和政策演变。由于儿童保护的价值观、伦理和实践方面的复

杂性和特殊性，加之文化和社会观念存在差异，欧洲各国的儿童保护政策和社会服务在理念、模

式和实践方法上不尽相同［12］。乔东平和谢倩雯［13］把西方国家儿童福利的演变划分为儿童救济、

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儿童保护和家庭支持结合三个阶段，国家角色从“补充者”“监督者”转

变为“支持者”，投资儿童、支持家庭和强调预防的儿童福利政策理念成为主流。张霞和乜勇［14］

从政策变迁的角度对芬兰早期儿童教育和保育政策演变历程进行探究发现，该政策经历了初期萌

芽、巩固和拓展、精细化和多元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四个阶段，其政策演化强调平等和全面的教

育观念，平衡了儿童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教育方针，并注重家庭支持和包容的整体发展的逻辑特

征。此外，还有学者对各国的儿童现金转移支付模式进行区分，按照是否选择受益对象与是否对

受助对象有行为约束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普惠式、有条件瞄准式和无条件瞄准式［15］。
第二，对“家庭化”和“去家庭化”的研究。Esping‑Andersen［16］引入“家庭主义”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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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化”两个概念来形容国家对家庭的不同态度。前者旨在借助对家庭的某种干预来提升家庭的

照顾功能；而后者则是指通过市场或社会组织来提供儿童照顾或相关社会服务，以减轻家庭负

担。Hannah和Henning［17］认为，“去家庭化”是探讨儿童非正规照顾，厘清儿童照顾中政府、家

庭和市场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满小欧和杨扬［18］认为，政策的“去家庭化”程度

与家庭所承担的责任呈现反向关系，“去家庭化”程度越高表明家庭照顾者享有更多的选择权。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化”和“去家庭化”在具体的政策运行中经常混合使用，难以泾渭分明。

马春华［19］通过对欧洲 31个国家儿童照顾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东欧各国“去家庭化”程度最

低，主要以儿童非正规照顾为主；而北欧各国“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儿童非正规照顾则处在边

缘。另外，朱荟和陆杰华［20］通过对欧洲 15个国家的家庭政策与生育决策的关系研究发现，拥有

“家庭化”特性的现金补贴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而拥有“去家庭化”特

性的托幼服务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

第三，欧洲儿童福利政策经验总结及启示。学者们多从经济支持政策［21］、服务政策［22］和时

间政策［23-24］三个层面进行剖析。Penne等［25］认为，为缓解儿童贫困，欧洲福利国家纷纷转向以

儿童为中心的投资战略，未来应加大对托幼服务的投入力度。房莉杰和陈慧玲［26］通过对英国、

德国、西班牙和瑞典四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主要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

推动了就业市场性别平等和有子女的女性就业，应综合并有所侧重地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具体而

言，公共资源的分配应偏向于服务类政策，发挥经济类政策的兜底作用，延长女性的带薪产假，

确保女性的工作权利。陈仁兴［27］通过对美国、英国、法国和瑞典四国的残障儿童家庭社会支持

政策进行梳理发现，各国政策工具的使用折射出政府、家庭和市场之间的责任分担情况，提出构

建残障儿童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应从家庭照顾者支持体系、家庭基层服务体系和家庭津贴制度等方

面进行完善。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为进一步探讨儿童福利政策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仍有以下两

个方面值得完善：一方面，针对儿童福利政策进行多维度、全景式的剖析较为鲜见，现有文献较

多地关注儿童福利的内涵，对欧洲儿童福利理念、模式、政策演变和经验借鉴等方面进行分析，

多是从单一维度出发；另一方面，缺乏对不同福利体制国家儿童福利政策的比较研究，现有文献

多集中于对个别福利体制国家儿童福利政策的挖掘，所选取国家不够全面，未能突出不同福利体

制下儿童福利政策的特色。据此，本文试图以福利体制理论框架为基础，选取英国、德国和瑞典

三个欧洲典型国家，同时基于社会福利政策四维分析框架对不同福利体制国家的儿童福利政策进

行深入探究，找出其儿童福利政策的异同点，为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提供借鉴，以增进儿童

福祉，缓解生育率低迷的现状，实现人口均衡增长。

三、分析框架：福利体制与社会福利政策

福利体制是指在总体福利产品生产与提供上，政府、家庭和市场间的制度性分工。Esping‑
Andersen［28］按照福利受益人身份的“分层化”特点与劳动力“去商品化”程度，把福利国家分

为三类模式，即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保守主义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①他认为判断

福利国家的类型应确定以下原则，即非商品化、非阶层化以及政府、家庭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一

个国家的福利体制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该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因此，三种福利体制下的儿

童福利政策形态各异。在实践中，这三种模式的福利国家对儿童福利有着不同的政策逻辑和制度

安排。具体而言，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非商品化效应最低，并提倡通过家庭

① 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坚持个人主义价值观，主要位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如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奉
行家庭主义价值观，多位于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主张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的
价值观，主要分布在北欧诸国，如瑞典、丹麦和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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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场来满足儿童的基本需求，让政府发挥补缺性功能［29］，当家庭照顾功能失灵时，政府会进

行后置性干预［30］。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深受法团主义和教会的影响，对既有的阶层分化进行保护，

重视传统的家庭关系，鼓励女性主动承担儿童照顾的责任，国家发挥辅助性作用，当家庭无法满

足儿童需求时，国家会进行干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则认为国家是儿童福利的主要提供者，

其将市场排除在外，主张家庭成本社会化，强调所有儿童均可以平等地享受儿童福利［29］。
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是由Gilbert和Terrell［31］提出的，在福利分配框架中，社会福利政策

可以被视为决策什么福利 （what）、为谁提供 （who）、如何输送 （delivered） 和如何筹集资金

（financed）之间的选择。在该框架中，本文利用以下四个问题来界定选择维度，即社会福利的分

配基础是什么？社会福利的供给内容是什么？提供这些福利的输送策略是什么？筹资方式是什

么？需要说明的是，分配基础、供给内容、输送策略和筹资方式四个维度都有各自的选择范围，

但它们在大部分社会福利政策制定中密不可分，不仅是社会福利政策的各项要素和阶段，还是社

会福利政策分析的主要架构，涵盖了社会福利政策制定中的基本问题［31］。可以说，作为一项完

整的福利设计，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能够系统、全面地剖析世界各国儿童福利政策的演进，不

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该框架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具体而言，分配基础是指采取选择

性或普遍性原则把福利分配给儿童及其家庭，其决定了社会中的哪些儿童或家庭具有享受该福利

的资格。其中，选择性是指福利依据个人需求进行分配，通常由收入审查来决定；而普遍性则是

指所有人均有享受该福利的基本权利。供给内容是指在儿童福利给付的类型与内容间的选择，如

津贴、实物（服务和物品）以及其他的权利、机会等。输送策略要解决的是如何提供儿童福利的

问题，具体涉及政府、家庭和市场之间的责任分担。筹资方式即儿童福利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

府财政、个人捐赠和混合筹资等，也是儿童福利政策落实中需要回应的关键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旨在将福利体制与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相结合，选取英国、德国和瑞

典三个欧洲典型国家作为切入点，并基于社会福利政策的四个维度对这三个欧洲典型国家的儿童

福利政策进行深入剖析，厘清其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进而为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发

展提供借鉴。

四、选择维度：欧洲典型国家儿童福利政策比较

本文将福利体制与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相结合，重点对英国、德国和瑞典的儿童福利政策

进行分析。其中，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其儿童福利政策发展最早且相当完备，具有自

由主义福利模式的显著特征；德国拥有悠久的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注重家庭的照顾功能；而瑞典

则是北欧福利国家的代表，强调国家应在儿童照顾中承担主要责任，具有深厚的社会民主传统。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和瑞典除了分别是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外，还

共同采用了福利国家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不可否认的是，在福利国家模式下两国的儿童福利供给

主体和政策内容存在一些差异［32］。故本文选取英国、德国和瑞典这三个欧洲国家有一定的代

表性。

（一）分配基础：坚持普惠性原则

目前英国、德国和瑞典儿童福利政策的分配基础都坚持普惠性原则。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儿

童福利政策呈现补救性的特征，其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困境儿童和各种不幸儿童。随着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推进，英国儿童虐待、儿童犯罪等现象普遍存在，传统的儿童福利已无法满足整个社会

的需求。通过不断革新，英国最终建立了积极的儿童福利政策。此时，英国的儿童福利政策面向

所有的儿童，并坚持“每个儿童都重要”的原则，提出儿童应获得与成人同等的权利，不再被动

地接受社会保护、救助等，而是主动地参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

为确保不同群体间最大程度的平等，德国构建了“普惠性和特惠性”相结合的儿童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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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架构。其中，普惠性福利是全体儿童均能够享有的福利，以保证他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特惠性福利则是采取选择性原则来确定受益对象，选择的原则主要包括儿童及其家庭的人口学特

点或家庭的经济情况，保证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儿童能优先获得照顾［33］。针对部分弱势儿童，政

府会在普惠性福利项目的基础上适当加入特惠性福利的元素。

作为高福利国家，瑞典儿童福利政策遵循平等普及的原则，所有拥有本国国籍的儿童都可以

享有儿童福利。瑞典实施了一系列策略，对低收入家庭、年轻家庭、病患、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和

其他社会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的补助，使得所有居民能够平等地享有各阶段教育、低成本的儿童看

护和医疗保健等服务，旨在让所有儿童，不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如何，均能平等地享有各类社会福

利与服务［34］。
（二）供给内容：形式多样且丰富

尽管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水平和价值观念等存在差异，但其儿童福利的供给内容均包

括经济支持、时间和服务政策。可以说，这三种政策工具并行不悖、互为补充，都能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家庭的儿童照顾负担，帮助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取得平衡。然而，囿于各项政策的导向

与组合迥异，其效果大相径庭。

⒈英国儿童福利政策内容

第一，经济支持政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儿童福利金。1997年，英国开始

实行儿童福利金制度。2013年以前，该制度的对象主要包括 16岁以下的儿童，以及正在接受全

日制非高等教育的 16—19岁儿童。自 2013年 1月开始，由于财政负担沉重，英国政府决定对儿

童福利金的领取资格进行限定，将其从普遍性福利转为以家庭审查为基础的福利制度。针对有子

女的家庭，如果其中一位父母的年收入超过 5万英镑，那么他们只能获得部分儿童福利金；年收

入超过 6万英镑的家庭将无法获得这一福利。二是儿童个人储蓄账户。2011年，英国推出了儿童

个人储蓄账户，以替代以前的儿童信托基金。所有 18岁以下的儿童都有资格开设个人储蓄账户，

政府不提供初始资金，而是父母定期向该账户存入资金。该账户有别于普通储蓄账户，不仅能进

行现金储蓄，还能进行股票投资，其账户所有的投资收益都免税。三是税收减免。为帮助低收入

家庭减轻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英国政府依据家庭收入、子女数量和父母是否退休等因素，提供

不同程度的税收减免。四是监护人津贴。政府为父母双亡儿童的监护人提供津贴。

第二，时间政策。2000 年，英国依据《生育保护公约》提出女性可享有 52 周产假，其中，

12.8周为带薪产假［35］。自此之后，英国不断延长女性带薪产假的时间，并增加男性带薪陪产假

时长。2007年，英国提出将女性带薪产假延长至 39周，同时男性也能享有两周的带薪陪产假，

以保证儿童照顾方面的性别平等。2010年，英国又提出若女性产后回归职场，男性能够享有 20
周陪产假。

第三，服务政策。其主要涉及家庭寄养制度、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三个方面。一是

家庭寄养制度。英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家庭寄养制度，将弃儿、孤儿和受虐儿童等安置在普通家

庭中，寄养家庭能享受儿童福利金和税收减免等福利。在这类儿童被寄养之前，政府会委托专门

的社会组织对寄养家庭进行评估，并定期进行后续访问。二是儿童教育。1998年，英国推行了

“确保开端”计划，旨在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他们出生开始便享有家庭支持、儿童养护和早

期教育相结合的服务。英国还推出了“延展学校”计划，要求中学每天应在 8—18时向学生开

放，放学后学生能参加各类活动，并享受照料服务。三是儿童心理健康服务。英国非常重视儿童

的心理健康，由专业团队为其提供各种心理咨询和帮助。

⒉德国儿童福利政策内容

第一，经济支持政策。德国规定父母能代表未满 18岁的儿童，选择领取儿童津贴或享受税

收减免的优惠［36］。为进一步强化对家庭照顾的支持，德国于 2007年提出父母津贴制度，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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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儿童看护津贴制度。父母津贴制度的给付标准与儿童出生前父母的收入密切相关，并取消

了对领取者家庭收入的限制。父母总计最多可领取 12个月的津贴，若双方一起申请，领取期限

可延长至 14 个月，支付标准为儿童出生前父母工资的 67%，领取津贴范围为 300—1 800 欧元。

随后，德国又建立了“父母津贴+”“合作育儿奖励”等制度，各类津贴项目可以自由组合。其

中，“父母津贴+”每月支付标准的最高额为产后休假状态时父母津贴标准的一半，领取时长是

以前的两倍，父母能在更长的时间内兼顾家庭与工作。与此同时，为促进儿童照顾中的性别平

等，德国建立了“合作育儿奖励”制度，该制度提出若产后父母连续 4个月平均每周工作 25—30
小时，他们将分别额外享有 4个月的“父母津贴+”领取时长［36］。除此之外，考虑各家庭实际情

况的不同，德国的父母津贴制度采用了差异化的弹性支付标准。

第二，时间政策。德国的《产妇保护法》规定，女性享有产前 6周和产后 8周的产假。当女

性出现早产或多胞胎等情况，产假将延长 4周。同时，德国政府规定儿童出生后父母可享有 3年

的育婴假，并确保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在休假结束后能重返工作岗位。父母既能一次享受所有假

期，也可以分开使用，在此期间雇主不得解雇员工，除非出现企业破产、员工严重违规等特殊

情况。

第三，服务政策。为有效解决生育低迷与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困境，德国在儿童托育服务方面

进行了革新。2008年，德国出台的《儿童促进法》规定，自 2013年 8月开始，所有满 1岁的儿童

都有权进入日托机构或配备专业的保育员，入托照顾被正式纳入儿童的法定权利范围［33］。另外，

德国还通过各类资助加大对儿童照管机构人员的招聘与培训，并计划于 2025年引入小学生全日

制照管的请求权［37］。
⒊瑞典儿童福利政策内容

第一，经济支持政策。20世纪中期，瑞典推出了一项普惠性的儿童津贴制度，覆盖了所有

未满 16岁的儿童以及 20岁以下的在校学生，不需要进行家庭经济审查，每月都有资格领取政府

提供的儿童津贴。针对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除了子女可以领取儿童津贴外，每月还有

资格额外获得家庭补充津贴。政府还为低收入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提供住房津贴，为患病儿童或残

疾儿童的家庭提供家计审查式的照顾津贴。同时，政府每月会向由于父母分居而遭遇生活困难的

儿童提供额外的补助。倘若父母一方或双方去世，儿童有权获得政府提供的抚养金，同时仍享有

其他津贴待遇的权利。若丈夫去世后，单亲母亲继续抚养未满 16岁的孩子，则可以领取额外补

助。政府还针对拥有多子女的家庭实行税收递减制度，以减轻该类家庭的儿童照顾负担。

第二，时间政策。自 1974年开始，瑞典的新生儿父母都有权利享受带薪假期，即亲职假。

同时，该政策还保证在休假结束之后，父母可以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相似的岗位。自

2002年开始，瑞典的每个家庭有 480天的带薪假期，其中，每位父亲享有 60天的配额，且不可

转让给母亲，否则视为弃权。2016年，瑞典把“父亲配额”延长至 90天，以鼓励男性分担家庭

事务［35］。
第三，服务政策。其包括托育服务、教育服务和健康服务。就托育服务而言，瑞典规定学龄

前儿童（未满 6岁）可进入不同形式的托儿所，但大多数父母会选择公共机构提供的托育服务。

此外，由于父母工作和学习等原因而需要儿童照顾的家庭，每天可以免费获得至少 3小时的托育

服务。截至 2014年，瑞典 0—2岁儿童正式日间照顾参与率达 46. 9%。就教育服务而言，瑞典于

2008年推出提高日间照顾的教育质量改革，3—6岁的儿童每周可免费享有 15小时的托育服务。

同时，在瑞典，中小学教育是完全免费的，学生在校可以免费使用各类文具，并享受学校提供的

免费午餐。此外，对于已经满 16岁并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年，倘若他们决定继续深造，就有资格

获得学习津贴。就健康服务而言，瑞典的所有公民都享有免费医疗的权益，他们在医院就诊仅需

支付挂号费用。学龄前的儿童和中小学生在儿童保健中心和学校卫生所就医是完全免费的，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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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们需要去医院就诊，则需要像成年人一样支付挂号费用［34］。
（三）输送策略：多元主体共担

长期以来，英国的社会政策理念普遍认为，儿童照顾属于家庭内部事务，政府应较少干预，

因而儿童福利在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中并未占据重要位置［38］。直到 1997年工党上台以后，这种局

面才得以改变。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对英国的儿童福利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制定了“国家儿

童托育战略”，政府开始介入儿童的早期照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采取公私合作的形式建立

新的幼托机构，提高各类机构对儿童照顾服务的参与率。除此之外，英国政府部门、私营机构和

志愿组织承担了3—4岁儿童的学前教育服务。

1990年之前，德国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与父权制思想根深蒂固，“男性养家”的家庭分工模

式被社会普遍接受。在处理儿童照顾问题时，通常将其视为家庭内部事务，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

角色仅限于提供辅助支持。只有在家庭无法满足儿童需求的情况下，政府和专业机构才会介入并

采取干预措施。这一时期德国儿童福利的政策设计呈现“显性家庭主义”特征，发展尤为缓慢，

最终导致生育率低迷和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因此，进入 21世纪后，为扭转该局面，德国在儿

童福利的政策安排方面进行了革新，从推崇“男性养家”模式逐渐向“双职工”模式转变。家庭

依然被视为儿童福利的直接提供者，但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支持、时间和服务政策来保障家

庭的照顾功能，分担家庭的育儿责任和成本。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鼓励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

积极参与儿童福利事务。

瑞典的儿童福利政策强调政府是儿童福利的主要提供者，主张将家庭成本社会化，确保所有

儿童均可平等地享受儿童福利。瑞典政府在儿童福利领域的介入是强而有力的，该政策的实施采

取了国家干预形式。在儿童保护方面，瑞典政府同志愿部门建立了一种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在

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形成一种混合福利经济模式［12］。相较于其他福利国家，瑞典在儿童福利

方面更加强调政府行政管理的责任，注重地方政府的服务，并致力于有效实施家庭政策［12］。此

外，瑞典的儿童福利由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儿童福利政策的制定与经费的拨

付，而地方各级政府则负责具体实施儿童福利政策，并有较大的自主权。

（四）筹资方式：政府主导下的混合筹资

就任何社会福利项目来说，资金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而资金来源更对福利供给产生

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儿童福利水平越高，家庭所支付的费用就越低。

英国儿童福利的资金筹集主要来源于政府。尽管英国一直鼓励拓宽儿童福利的社会筹资渠

道，但政府仍承担了儿童福利的大部分费用。需要说明的是，英国政府很少向私营机构提供财政

补助。以托育服务为例，其资金主要来源包括政府财政、慈善援助和家庭付费等。其中，中央政

府为公共性质的托育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并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拨款，然而只有公共托育机构才

能全部得到财政支持，私立托育机构仅能获得部分费用补助［39］。截至 2011年，英国在家庭政策

方面的各项支出几乎翻了一番，已成为OECD国家中这方面支出最高的国家之一［40］。
在德国，政府也基本承担了儿童福利的各类保障资金和社会服务费用。津贴类项目的资金多

源自联邦财政，其中，儿童津贴和父母津贴由联邦财政独自筹资，而服务类项目的资金主要由地

方政府承担，州和联邦财政会给予相应的补贴［33］。这意味着德国儿童福利服务的多数费用是由

公共财政承担，家庭往往仅需支付较少的费用甚至免费。以托育服务为例，其资金主要来源于

州、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其中，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较少［39］。各地区家庭所付费用不等，

但总体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0%，对于低收入的家庭则不需要支付日托费用。当然，也有一些地方

已经实现全部儿童免费入托，家庭仅需支付一定的餐费。

瑞典的各类儿童照顾机构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资金支持，大约有 90%的托育机构由地方政

府直接运营，父母所花费的儿童照顾费用不超过家庭收入的 3%。当地方政府不能直接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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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可以购买营利机构或其他地方政府的服务，以确保家庭的服务需求得到满足。同时，政府

出资并与公共机构合作提供婴幼儿托育服务，地方政府也会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此外，瑞典的

学前教育服务也主要依靠公共财政支持。2011年，瑞典幼儿园的经费中仅有 7%源自家长缴纳的

保教费，而剩余的部分则是由市政府承担［41］。

五、欧洲儿童福利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完善的儿童福利政策不仅能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还可以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为缓解生育率

低迷现状与实现人口均衡增长作出积极贡献。在大力推行“三孩政策”的背景下，应结合中国实

际，借鉴欧洲儿童福利政策的可取之处，设计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儿童福利政策，通过完善儿童福

利政策为生育开启“机会之窗”，并消除儿童福利需求与儿童福利供给之间的现实难题，弥补儿

童照顾的缺口，从而提升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一）大力发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

儿童福利涉及每个儿童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尊重和保

护每个儿童的权益是落实儿童优先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如前文所述，目前英国、德国和瑞典的

儿童福利政策均面向全体儿童，并坚持“每个儿童都重要”“平等普及”的原则。新时代中国儿

童福利逐渐从家庭内部走向公共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遗憾的是，中国现行的适度普惠型

儿童福利仍带有明显的“补缺性”色彩，主要覆盖孤儿、弃婴、残疾儿童等困境儿童，多是借助

社会救助的形式表现出来，绝大部分儿童被排除在该制度之外，缺乏对普通儿童的保护与关怀，

本质上仍是救助型儿童福利［42］，这与当前中国生育率低迷的现状是极不相符的。因此，为增进

儿童福祉，提升儿童福利水平，应大力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

一方面，要转变观念，积极落实儿童优先理念。作为国家的未来，儿童应成为社会投资的首要关

注对象。近年来，向儿童投资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备受推崇。国家对儿童的公共支出能够产生正

外部性。中国应顺势而为，着力践行儿童优先理念，提高对儿童福利事业的投资，将普通儿童作

为一个重要的投资群体，以达到个人与国家双赢的目标，实现福利效益共享。另一方面，应加快

儿童福利立法。推进儿童养育从家庭向社会化的转变，并通过立法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儿童福利制

度，进而将国家的责任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以满足儿童福利需求［43］。
（二）完善经济支持、时间和服务政策

为实现政策目标，政策设计时需提供足够的政策工具［44］。欧洲国家儿童福利政策内容呈现

高水平、多样化的特征，其儿童福利不仅为儿童提供津贴，父母更可以享有补贴、税收支持、产

假和育儿假等福利，还通过公共托育、儿童托管等服务帮助父母减轻育儿压力。然而，中国现有

的儿童福利政策内容仍处于残补式、碎片化阶段，需进一步的制度推动。

⒈健全经济支持政策，减轻家庭儿童照顾的经济负担

首先，应尽快建立普惠性的儿童津贴制度。欧洲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普惠性儿童津贴制

度。现阶段中国的适度普惠性儿童福利的覆盖面还比较窄，仅有困境儿童才能享有儿童津贴，如

孤儿生活费、艾滋病感染儿童津贴等。为此，应尽快建立覆盖 0—6岁儿童的普惠性儿童津贴制

度。针对不同数量儿童的家庭，建议采取递进式的方式提供现金补贴，即随着生育孩子数量的增

加，补贴金额也会相应提高［45］。2021年，中国“三孩政策”实施后，攀枝花率先出台了支持政

策，对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 500元育儿补贴金，一直到孩子 3
岁［46］。这是中国首个采取普惠性儿童津贴政策的城市。其次，应积极推行税收减免政策。目前，

中国已将子女教育、婴幼儿照护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实际上，子女教育和婴幼儿照护

附加扣除标准都较低，其优惠力度相较于家庭育儿成本而言，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并不能起到实

质效果。除此之外，子女教育附加扣除项目对多孩家庭、不同教育阶段儿童等的扣除标准未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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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差异化。这些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儿童数量等因素提供不同额度的税收

减免。未来应进一步提高子女教育和婴幼儿照护项目的扣除标准，并设置差异化的扣除标准，切

实降低家庭育儿成本。

⒉科学设置时间政策，解决家庭精力不足的难题

首先，延长并统一产假制度。欧洲国家实行了慷慨的产假制度，其中，英国在 2000年就提

出女性劳动者享有 52周产假。中国现行的全国性法定产假仅有 98天，难以满足女性照顾幼儿以

及母乳喂养的需求。尽管各省份均根据自身情况适度延长了产假，但为避免地域性歧视，国家应

考虑延长并统一产假制度。其次，建立男性护理假与父母育儿假制度。儿童照顾制度不仅涉及国

家和家庭之间的责任分担，更直接影响父母双方在育儿方面的责任分配。这就意味着儿童照顾不

应只是女性独有的责任，男性同样拥有育儿的义务。男性护理假和父母育儿假的引入让男性能够

在孩子婴幼儿时期回归家庭，履行照顾妻子和孩子的责任与义务，促使儿童照顾领域的性别平

等，改善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弱势地位，避免职场中性别歧视现象。最后，要设定父母育儿假的

配额，特别是针对父亲的配额。因为女性在儿童成长，特别是在婴幼儿阶段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

色，倘若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育儿假中的“ 父亲假”将会失去实际意义，最终导致女性难以

平衡家庭与工作［47］。针对这一问题应科学设置时间政策，诸如，2016年，瑞典把“父亲配额”

延长至90天，以鼓励男性分担家庭育儿事务。

⒊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确保儿童健康成长

首先，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增加儿童正规照顾供给。目前中国学龄前儿童照顾赤

字过大，特别是 3岁以下正规照顾供给严重短缺，而这类儿童日托服务的供给缺口主要由昂贵的

市场服务弥补［48］。在此背景下，要加强对家庭照顾的支持与指导，鼓励家庭互助、隔代照顾等

模式，增强家庭科学育儿能力。同时，要重视普惠托育服务的基础作用，推动建设多种形式的托

育服务机构，完善社区婴幼儿活动场所与服务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用人单位为员工提供福利性

托育服务。另外，还应引导和规范市场化托育服务发展，倡导有条件的幼儿园向 2—3岁幼儿提

供托育服务，推进托幼服务一体化建设。实际上，多数发达国家均在积极推行“托幼一体化”服

务模式，未来该模式将是托幼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提高托育服务质量。为确保照顾质

量，不仅需要有足够的照顾人员，还需要他们具备专业素养和高度的道德责任感［49］。德国早就

提出通过各类资助加大对儿童照管机构人员的招聘与培训。中国也需尽快培养托育服务相关的专

业人才，发挥潜在人力资本的作用，打造一支同儿童数量相匹配且能够满足儿童需求的专业队

伍。与此同时，还应制定统一的托育服务标准，并对托育机构进行规范和监管，促使托育服务质

量得以全面提升。

（三）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混合照顾体系

从欧洲国家儿童福利政策的实践不难看出，构建一个由政府、家庭、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的

儿童照顾体系已势在必行。首先，要继续强调家庭在儿童照顾领域的基础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向

来重视家庭，家庭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儿童福利事业发展中应体现家庭

视角，增强家庭育儿功能，将家庭建设和服务纳入儿童福利政策的整体架构中，而不能只依赖社

会化的儿童福利，甚至排斥家庭在育儿中的功能。其次，要明确政府主导地位。英国、德国和瑞

典的儿童福利的输送系统均强调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应完善顶层设计，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

调动各主体积极参与儿童福利事业。最后，社会和市场也是儿童福利供给的重要力量，能够有效

弥补家庭与政府在儿童福利供给中的不足。市场可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满足家庭的托育服务需

求，但鉴于市场失灵的存在，需要政府对其加以监管和干预，并制定具体的行业规范。与此相对

应，要大力发展非营利性托育服务，发挥社区与非营利组织在儿童照顾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以满

足家庭多样化、灵活化的儿童照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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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拓宽儿童福利筹资渠道

筹资方式影响着儿童福利政策的稳健运行。儿童福利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投资，对儿童

的公共支出能够产生正外部性。欧洲各国儿童福利政策的筹资方式有所差异，但整体上，都强调

政府的主导地位，并鼓励个人与社会参与。英国婴幼儿托育服务不仅享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

也得到了广泛的慈善援助，更有家庭的支持。然而，中国现行的儿童福利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财

政与社会保险基金，公益性资金严重缺乏。其中，公共财政对儿童福利事业的持续投入，将导致

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也是现阶段欧洲福利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而社会保险基金的覆盖面

较小，受益面也较窄，不利于儿童福利事业的持续发展。因此，应鼓励地方政府吸纳社会资本进

入儿童福利行业，形成国家投资、地方筹资和社会融资相结合的多元化、多渠道和多层次的儿童

福利共建模式，实现资金的专项化，确保专款专用，以经费保障儿童福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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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hild Welfare Policies: Comparison and Lessons Learned

XIA Cong-ming, ZHANG Xiang-d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China)

Summary：In recent years, as China’s child welfare needs continue to escalate and new challenges need to be addressed, 
it has become difficult for the current child welfare policy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and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child welfare policie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their child welfare policies 
earlier, and have implemented policie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ir own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welfare system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child welfare policies. However, fewer studies have 
analyzed the welfare system and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the countries selected are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Based on Esping ‑ Andersen’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welfare system,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typical European 
countries：Britain, Germany and Sweden, and conducts an in ‑ depth inquiry into the child welfare polici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welfare systems based on Gilbert’s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It is to fin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ir child welfare polici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ild welfare policies, alleviate the low fertility rate and realize a balanced population growth.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 child policy”, we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moderate and universal child welfare, improve 
economic, time and service policies, establish a mixed care system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ified main bodies, and 
broaden the financing channels for child welfare, in order to design a child welfare policy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open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childbearing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 welfare policies.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childbearing will be opened through improved child welfare policies, and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between the demand for and supply of child welfare will be eliminated, so that children’s well ‑being will be 
enhanced, thus effectively resolving families’ worries and increasing the child‑bearing willingnes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and existing studies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unlike existing studies that 
focus more on the connotation of child welfare or analyze the concept, model, policy evolution and experience of child 
welfare in Europ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uropean child welfare policies in a multi‑dimensional and panoramic way. On 
the other hand, existing literature mostly focuses on the excavation of child welfare policies of individual welfare system 
countrie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child welfare policies of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welfare systems, 
which fails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 welfare policies under different welfare systems, whil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welfare system with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focuses on the child welfare 
policies of the Britain, Germany and Swede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child welfare policies in typical European countries under 
different welfare systems,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lessons for China, but also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onstructing a child 
welfare policy system that suits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promotes children’s well‑being, alleviates the status quo of low 
fertility, and realizes a balanced population growth.
Key words：child welfare policy； welfare system； social welfare policy； European countries

（责任编辑：尚培培）


